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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寻生育意愿的激励机制是扭转生育率持续降低趋势的关键，但在中国情境下关于企业员工生育

意愿的研究较为匮乏。 利用“雇主 － 雇员匹配调查”数据考察工会所提供的福利支持对企业员工生育

意愿的影响。 研究发现：（１）“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企业员工整体的二孩生育意愿持续下滑；（２）工会

对企业员工生育二孩的意愿具有促进作用；（３）增加货币性福利和非货币性福利是企业工会激励员工生

育二孩的作用机制；（４）工会对在公有制企业工作及承担更多生育风险的员工（女性、有一孩及面临工

作 － 家庭冲突）的二孩生育意愿有更强的激励作用。 因此，以工会为载体的权益保护机制具有增强企业

员工生育意愿的作用，这为决策部门治理低生育意愿难题提供了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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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国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已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 中国总和生育率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５． ６ 下降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６，①已经接近国际公认的“低生育率陷阱”门槛（１． ３）。 人口红利消退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

风险促使国家积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自 ２０１６ 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然而，生育政策放宽的

效果与社会各界普遍的乐观预期并不一致，新生人口仅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当年有小幅上涨，之后逐

年递减。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２０２０ 年中国新生人口仅为 １２００ 万人，比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 ２０１６
年减少 ５８６ 万人，并且总和生育率达到“低生育率陷阱”的标准。② 值得注意的是，个体的生育行为是以其对

生育的意愿为前提，所以生育意愿对育龄人群的生育行为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同时也是预测社会整体的生

育水平及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指标。 ２０１７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

女数为 １． ９６ 个，个人打算生育的子女数平均为 １． ７５ 个（贺丹等，２０１８）。 这表明当前我国人口的生育意愿也

已经低于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这也成为导致“全面二孩”政策失效的重要原因。 因此，准确掌握“全面二

孩”政策实施过程中公众的生育意愿进而探究其影响因素，对于优化生育政策设计进而有效激励生育行为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学术界已从宏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观的家庭结构及微观的个体特征等视

角进行了全面探究（顾宝昌，１９８７；杨菊华、Ｓｈｏｒｔ，２００７）。 然而，无论是采用何种分析视角，现有研究主要是

以公众整体作为考察对象，这就使某些特殊人群的生育意愿的特征及其形成逻辑尚未被呈现和揭示出来。
事实上，中国不但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全世界劳动者数量最多的国家。 截至 ２０１８ 年，中国劳动力人口达到

７． ８６ 亿。③ 即便是在 ２０２０ 年，劳动力市场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严重冲击，劳动力人口仍维持在 ７． ７ 亿以

上。④ 因此，劳动者的生育意愿对中国整体的生育率变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不过，虽然劳动者的生育意

愿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但受到数据的限制，现有研究的分析时段仅限于“全面二孩”政策实

施之前，并且大多采用“工作 －家庭”关系视角进行分析，认为二者的冲突是造成低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朱
奕蒙、朱传奇，２０１５；曾远力、闫红红，２０１８）。 然而，仍有两个关于劳动者生育意愿的重要问题尚未得到回答：
一是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劳动者群体的生育意愿呈现怎样的特征？ 二是除了工作 － 家庭关系外，
劳动者所在的组织存在哪些可以影响生育意愿的制度机制？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聚焦处于工作场域的企业员工群体，并使用 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１９ 年“中国企业雇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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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匹配调查”数据，客观描述“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企业员工的二孩生育意愿现状，进而对工会这一重要

的权益保护机制与员工生育意愿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与探讨。
２　 文献综述与机制分析

２． １　 文献综述

生育是影响家庭成员的关系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大事件，这使得家庭成员需要审慎且理性地制

定生育决策。 Ｌｅｉ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５７）最早提出了解释生育决策的“成本 － 效用”理论，认为生育孩子既会产生一

定的成本，同时也可以带来消费、劳动和潜在的保障效用，而父母是在对成本和效用进行比较后来制定生育

决策。 但从时间维度看，孩子的效用很难在短期内显现，而生育孩子的成本则会立即对家庭经济生活产生影

响。 因此，在现实中成本是影响生育决策的首要因素。 正因为如此，低生育意愿往往被认为是“养不起”的
成本论逻辑的结果，即过高的生育成本会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

生育成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直接成本，它是指父母为抚养未成年子女以及成年子女生活所支付的费

用，比如维持孩子生理健康的费用、接受教育的费用以及成年后结婚成家所需的费用（Ｐａｖｌｏｖｉｃｈ，１９９７）。 特

别是在处于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和地区，虽然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生育观念，但随着生育的直接成本不断

增加，即使收入水平显著提升，但生育意愿却在持续降低（Ｏｇａｗ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在中国，随着住房价格的持

续上涨，公众的购房压力不断增大，这使得住房成为直接生育成本的核心构成，而房价上涨也被证实为是造

成低生育意愿问题出现的原因（杨克文，２０１９）。
二是间接成本，它是指父母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这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为

夫妻（特别是妻子）为生养孩子而中断工作或失去职业晋升机会所造成的损失（Ｃｏｒｒ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对于

劳动者而言，其所承担的生育间接成本主要取决于工作与家庭的关系。 工作和家庭是绝大多数个体都同时

需要涉入的场域，但它们对个体提出的要求和规范并不一致，加之个体的角色资源是有限的，因而在某一种

角色上的过度投入就会使另一种角色受到损害，由此就形成了工作与家庭的冲突（Ｂａｒｎｅｔｔ ＆ Ｂａｒｕｃｈ，１９８５）。
生育决策属于家庭的范畴，因而当其与个体所承担的工作角色发生冲突时，生育意愿以及行为都会受到抑制。
Ｂｅｇａｌｌ 和 Ｍｉｌｌｓ（２０１１）对欧洲 ２３ 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从事全职工作的女性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兼职女性。
在中国，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都位居世界前列，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较大，因而低生育意愿问题随之出现。
朱奕蒙和朱传奇（２０１５）对“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拥有工作对妇女的生育意愿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 另一项基于在广东省 Ｓ 市收集的问卷数据的研究表明，职业女性已生或要生二孩的可能性显著小于非

职业女性，并且随着“工作 －生育”冲突加大，职业女性已生或要生二孩的可能性越小（曾远力、闫红红，２０１８）。
对上述文献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当生育事件的决策者是劳动者时，工作 －家庭冲突是影响生育决策的

重要因素。 虽然工作 －家庭冲突视角揭示了劳动者身处的多重环境对生育决策的交互效应，但采用该视角

的实证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第一，相关研究往往将工作场域置于家庭场域的对立面，仅关注工作与家庭冲

突的一面，忽视了工作场域中可能对生育意愿产生激励作用的组织机制。 正是在这一点上，工会的作用需要

予以重视。 作为重要的员工权益保护机制，工会可以间接地为家庭提供经济社会资源，因而它的存在很可能

降低员工的生育成本，进而提升生育意愿。 第二，当考察工作 － 家庭关系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时，理想的研究

对象应是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者。 但现有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针对全体公众的问卷调查，这使得研究对象

的针对性不足，并且未控制组织层面的变量对员工生育意愿的影响。 第三，现有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

２０１６ 年及其以前的抽样调查数据，由此得出的研究发现无法展示“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的生育意愿现状。
鉴于此，本文将在理论层面分析企业工会影响员工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并运用具有时效性和代表性的企业

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２． ２　 机制分析

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影响企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劳动关系在形成过程中会出现

各种协调机制，工会就是实现劳资关系处理制度化的组织前提。 工会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其最早出现在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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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最初的性质是在工人生活受到外部冲击时提供帮助的救助团体，之后演变为代表

工人与资本家进行集体谈判的组织（Ｂｒｏｄｙ，１９７９）。 与西方国家的工会不同的是，中国工会的形成和发展受

到外部政治力量的重要影响。 《中国工会章程》规定，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

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①因

此，中国工会实际上是国家权力机构在基层社会的延伸，而工会对劳资关系的管理实际上是国家意志的反

映。 不过，中国的工会并不像政府职能部门那样直接参与到劳动关系的监管过程之中，而是以“集体代言

人”角色通过提高工人在企业中的集体谈判能力来间接地平衡劳资关系。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美国家，
工会的基本职能都是维护员工权益，但中国工会的这一职能是通过国家力量以立法形式所确立。 《中国工

会章程》规定，工会的基本职能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② 因此，中国工会扮演着“集体

代言人”和“党政代言人”的双重角色，这就使其维护员工权益的行为具有合法性。
企业工会在提升职工的货币性福利（如工资、补贴）和非货币性福利（如工时、合同、工作环境、社会保

险）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Ｃｈｅｎ 和 Ｃｈａｎ（２００４）利用 １９９７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数据开展的研究表明，工
会对制造业企业劳动者的生理健康和安全防护具有显著影响。 胡建国和刘金伟（２００６）对 ２００４ 年在北京、
四川等地收集的数据分析发现，工会对服务业员工工资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制造业员工。 Ｌｕ 等（２００９）利用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工会有助于就业合同的签订并提升社会保险覆盖率，进而提升了企

业的劳动生产率。 曾湘泉和陈思宇（２０２０）利用相同数据开展的研究发现，在设立工会的企业中，农民工参

加社会保险的比例更高，并且可以获得更多的其他非货币福利，比如员工宿舍、参加旅游和文体设施。
总体而言，工会是维护员工合法权益的治理机制，对改善员工福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因此，对于参

与劳动力市场的个体而言，虽然工作 －家庭冲突会使其承担一定的生育间接成本，但工会对其货币性福利的

增加也会降低生育的直接成本，从而对提高生育意愿具有积极作用。 由于生育成本是家庭在制定生育决策

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因而经济压力对生育意愿特别是二孩意愿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 ２０１６ 年宁波市针对非

公企业职工的调查显示，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女性职工仅占被调查者的 ４３％ 。 其中，生养成本高、工作压力大

和孩子无人照料，占比分别为 ５６． ９９％ 、４８． ６３％和 ４６． ７３％ ，成为影响女性职工二孩生育意愿的主因。③

除了实地调研结果外，基于统计模型的结果也证实了经济成本是影响员工二孩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
靳永爱等（２０１６）发现，生育偏好受到个体家庭生活和成长环境的影响，但生育二孩的计划主要受到经济成

本的影响。 即使是在收入水平更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当地居民生育二孩生育的意愿仍然受到经济承受能力

的制约（段继红等，２０２０）。 然而，当家庭承受的经济压力减小后，生育意愿会显著提升。 较近的一项研究表

明，包括经济支持在内的各类支持可以显著提升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并降低其处于低意愿水

平的可能性（宋健、阿里米热·阿里木，２０２１）。 因此，对于参加劳动力市场的个体而言，其所在企业的工会

可以改善其货币性福利，比如确保最低工资、增加薪酬和现金补贴，这为其所在家庭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支持，
从而降低生育的经济成本，而生育二孩的意愿也因此得到提高。 据此，可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１：工会可以显著改善员工的货币性福利，进而提高其二孩生育意愿。
从成本效益角度来看，生育决策是在生命历程中不断变换的理性选择。 在生育成本过高的情况下，除了

受到预算约束外，人们在认知层面会出现不安全感，这也是抑制生育意愿的重要机制。 除了当期的收入状况

外，劳动者对经济压力的感知还会受到对未来收入预期的影响，因而收入不确定也是低生育意愿的诱因。
Ｋｏｈｌｅｒ 等（２００２）发现，宏观层面的经济不稳定会造成个人层面的财富损失和工作不安全，由此带来的风险会

促使劳动者往往加大工作时间投入，从而导致组建家庭和生育子女的时间不断延迟。 这一点在针对中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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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来源：《中国工会章程》（２０１８ 年修订）（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ｃｆｔｕ． ｏｒｇ ／ ）
资料来源：《中国工会章程》（２０１８ 年修订）（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ｃｆｔｕ． ｏｒｇ ／ ）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９ ／ ｃ＿１１２００１５０８１．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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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 徐巧玲（２０１９）发现，收入的不确定和面临失业的风险会显著抑制劳动者的二孩

生育意愿。 社会保障体系是个体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重要机制。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社会保险、
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 其中，社会保险及与儿童照料有关的社会福利对于缓解劳动者

的生育风险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社会保险的实施对象以劳动者为主，它可以分散或消除该群体在年

老、工伤、疾病、失业等方面的风险，因而是提升安全感的重要机制（阳义南等，２０２０）。
在生育问题上，生育决策对经济风险更为敏感，但社会保险可以使人们调配更多资源来生育和抚养后

代，从而增强个体抵御风险的能力，最终提高生育意愿。 黄秀女和徐鹏（２０１９）对 ２０１４ 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

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发现，带有补贴性质的医疗保险显著提升了二孩生育意愿。 另一方面，普惠性的儿童照

料服务既可以大幅降低儿童成长早期所带来的抚育费用，还可以减少夫妻尤其是妻子在生育孩子过程中所

花费的非市场活动时间，这使得生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大大降低，从而提高生育意愿。 针对欧洲国家的

研究发现，儿童托育机构的普及率越高，夫妻首次生育的时间不断提前，并且二孩生育率不断提高（Ｒｉｎｄｆｕｓ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Ｒｉｎｄｆｕｓ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这一发现在针对中国公众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 李婉鑫等（２０２１）发现，
城市层面的托育服务供给量越大，托育服务费用越低，育龄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越高。

对于企业而言，社会保险和儿童照料服务是其向员工提供的非货币福利，而工会则是帮助员工获取这一

福利的重要途径。 因此，在设立工会的企业中，员工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货币性福利，还可以享受更多的非

货币性福利，从而增强员工抵御生育风险的能力，进而在认知层面增强生育安全感，因而有更高的二孩生育

意愿。 据此，可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２：工会可以显著改善员工的非货币性福利，进而提高其二孩生育意愿。

３　 研究设计

３． 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企业雇主 －雇员匹配追踪调查”（以下简称雇主 － 雇员匹配调查）。 该调

查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主持设计和实施。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企业员工

二孩生育意愿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由于分析时段是在 ２０１６ 年以后，故使用“雇主 － 雇员匹配调查”的

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１９ 两个年度数据。 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１９ 年的调查均是在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的 ６ 个大中城市（北京、上
海、广州、成都、沈阳和西安）展开。 其中，２０１７ 年调查了 ３００ 家企业和 ４５５８ 个员工，２０１９ 年调查了 ３０３ 家企

业和 ４６０２ 个员工。 “雇主 －雇员匹配调查”的企业样本在登记类型、规模构成和行业类型等几个维度上的

分布与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结果非常接近，这表明所调查企业的样本具有一定的全国代表性。①

结合研究目标，本文选择的样本为已婚（包括初婚和再婚）的企业员工，并且在接受调查时无孩子或仅

有一个孩子。 此外，生育必须满足一定的生理条件，而年龄是影响生育的关键因素。 因此，个体是否处于育

龄期会对其生育孩子的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故本文仅选择育龄期的员工样本。② 在剔除变量含有缺失值的

样本后，纳入实证分析的企业员工的样本量为 ４０３７。
３． ２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由于本文的分析时段限定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因而考察二孩生育意愿更具现实

意义。 “意愿子女数”对生育意愿的测量效度更高，因为它能够反映个体可能达到的最高生育水平（郑真真，
２０１４）。 本文也使用“意愿子女数”测量二孩生育意愿，其在调查问卷对应的题项为“给定您现在的子女数量

（含怀孕中），您还想生育几个子女？”。 据此，本文构建了“二孩生育意愿”变量，其操作化思路为：如果受访

者的意愿子女数大于或等于 ２，说明有二孩生育意愿，赋值为 １；如果受访者的意愿子女数小于 ２，说明没有

二孩生育意愿，赋值为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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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将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９ 年数据分别与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８ 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进行比对。
感谢外审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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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企业工会，其在问卷中对应的题项是：“您认为本企业工会维护员工权益

的情况是？”。 据此，可构建“企业工会”变量。 该变量取值为 １ 表示有工会，取值为 ０ 表示无工会。

表 １　 变量操作化定义与基本统计量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编码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二孩生育意愿 １ ＝有，０ ＝无 ０． ３９ ０． ４９ ４０３７
企业工会 １ ＝有，０ ＝无 ０． ５６ ０． ５０ ４０３７
工资（元） 受访员工平均每月的工资金额 ３９９０． １５ ３１９２． ３１ ４０３７
补贴（元） 受访员工平均每月的补贴金额 ５９７． ０１ １１１８． ６６ ４０３７
奖金（元） 受访员工上年度的奖金总额 ５３６５． ２３ １１６１０． ３１ ４０３７
生育保险 １ ＝有，０ ＝无 ０． ８５ ０． ３６ ３９０５
子女照料服务 １ ＝有，０ ＝无 ０． ９５ ０． ２２ ３９５７
员工年龄 问卷调查年份减去出生年份 ３５． ７７ ６． １６ ４０３７
员工性别 １ ＝男性，０ ＝女性 ０． ３９ ０． ４９ ４０３７
员工户口 １ ＝非农户口，０ ＝农业户口 ０． ６５ ０． ４８ ４０３７
员工学历 １ ＝大专及以上，０ ＝高中及以下 ０． ６９ ０． ４６ ４０３７
员工子女 １ ＝有，０ ＝无 ０． ８０ ０． ４０ ４０３７
配偶年龄 问卷调查年份减去出生年份 ３６． ３２ ６． ８７ ４０３７
配偶户口 １ ＝非农户口，０ ＝农业户口 ０． ６４ ０． ４８ ４０３７
配偶学历 １ ＝大专及以上，０ ＝高中及以下 ０． ６４ ０． ４８ ４０３７
雇主性别 １ ＝男性，０ ＝女性 ０． ８５ ０． ３６ ４０３７
雇主年龄 问卷调查时间减去出生年份 ５３． ４４ ９． ８８ ４０３７
雇主学历 １ ＝大专及以上，０ ＝高中及以下 ０． ７８ ０． ４１ ４０３７
雇主政治面貌 １ ＝党员，０ ＝非党员 ０． ５３ ０． ５０ ４０３７

企业所有制

“国有控股”和“集体控股”归为“公
有制”，赋值为 １；“私人控股” “港澳
台商控股”和“外商控股”归为“非公
有制”，赋值为 ０；

０． ３６ ０． ４８ ４０３７

企业员工数 企业上月底全部从业人员总数 ４４７． ３９ １１１４． ５９ ４０３７
企业利润 企业上年度利润总额（万元） ２０４７５０． ４５ ２８５９６６３． ７８ ４０３７

行业类型
实体行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赋值
１，非实体行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以
外的全部行业）赋值为 ０

０． ９４ ０． ２４ ４０３７

城市 以上海为参照组，生成 ５ 个虚拟变量 — — ４０３７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

介变量是货币性福利和非

货币性福利。 参考已有文

献的 做 法 （ 陈 晓 菲 等，
２０１８； 曾 湘 泉、 陈 思 宇，
２０２０），本文针对以上两

个变量选取了如下指标：
货币性福利包括工资、补
贴和奖金三部分，三者在

问卷中对应的题 项 为：
“最近一年来，您每月平

均基本工资多少钱？ （单
位：元）”“最近一年来，平
均每月补贴共多 少 钱？
（单位：元）”和“最近一年

来，全年奖金共有多少钱？
（单位：元）”。 根据上述

问题可构建表示货币性福

利的三个指标，并且将三

者的自然对数形式纳入

模型。
非货币性福利为企业

为员工提供生育社会保险

和子女照料服务。 一方

面，“雇主 － 雇员匹配调

查”向员工询问了员工在

五类社会保险 （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上的参与情况。 结合研究目的，本文选取了与生育问题联系

更加紧密的生育保险，该变量的赋值方式为：１ ＝参加，０ ＝未参加；另一方面，“雇主 － 雇员匹配调查”向雇主

询问了企业提供产假、哺乳假和托儿服务这三类子女照料服务的情况，这三个变量的赋值方式均为：１ ＝ 有，
０ ＝无。 本文根据这三个变量构建了“子女照料服务”变量，操作化思路为：如果企业提供任意一种子女照料

服务，则视为企业有子女照料服务，赋值为 １；如果企业未提供任意一种子女照料服务，则视为企业没有子女

照料服务，赋值为 ０。
控制变量。 借鉴以往生育意愿的实证文献及本研究使用的数据的特点，本文从员工特征、配偶特征、雇

主特征、企业特征和地区特征选择控制变量。 员工特征变量包括受访员工的性别、年龄、户口、学历和子女；
配偶特征变量包括受访员工配偶的年龄、户口和学历；雇主特征变量包括雇主的性别、年龄、学历和政治面

貌；企业特征变量包括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员工数、利润（单位：万元）和行业类型；地区特征变量为企业所在

城市。 此外，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由“雇主 －雇员匹配调查”的两年数据构成，因而需要加入时间变量，
以消除时间异质性的影响。 表 １ 汇报了以上变量的操作化定义和基本统计量。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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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模型设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二孩生育意愿”属于二分类变量，不符合多元线性回归所要求的连续、正态分布的

假设，使用传统的线性回归会产生统计偏差。 因此，本文选择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作为基准回归模型，对企业工会与

员工二孩生育意愿的关系进行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ＦＬ＿ＯＣ ｉ ＝ α１ ＋ β１∗Ｕｎｉｏｎｉ ＋ δ１∗Ｘ ｉ ＋ εｉ （１）
在两式中，ＦＬ＿ＯＣ ｉ 表示员工的二孩生育意愿，取值为 ０ 或 １；Ｕｎｉｏｎｉ 表示企业是否设立了工会，取值为 ０

或 １；Ｘ ｉ 是一组包括员工特征、配偶特征、雇主特征、企业特征、地区特征和时间效应的变量，α１ 是模型的常

数项，εｉ 是随机扰动项。

图 １　 企业员工的二孩生育意愿

４　 数据分析结果

４． １　 描述性统计结果

本文根据企业是否设立工会对

员工的二孩生育意愿，以及与生育有

关的福利措施进行比较分析。 图 １
（ａ）显示，从 ２０１７ 到 ２０１９ 年，愿意生

育二孩的员工在总员工的比例从

４５％ 下降到 ３３％ 。 由此可见，虽然

“全面二孩” 政策在 ２０１６ 年开始实

施，但企业员工的二孩生育意愿并未

提升，反而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 因

此，除了现有研究所发现的一般公众

的二孩生育意愿并未得到显著提升

外（贺丹等，２０１８），本文关注的企业

图 ２　 企业的货币性福利

员工群体同样出现了二孩生育意愿

下降的现象。 虽然企业员工整体的

二孩生育意愿并不高，但在设立工会

与未设立工会的两类企业中，员工的

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异。 正如图 １
（ｂ）所示，在 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１９ 年，无论是

在设立工会的企业，还是在未设立工

会的企业，愿意生育二孩的员工的比

例均呈现随时间下滑的趋势。 然而，
在设立工会的企业中愿意生育二孩

的员工的比例始终高于在未设立工

会的企业中愿意生育二孩的员工的

比例。 由此可见，在企业员工整体生

育二孩的意愿并不积极的情况下，在
设立工会的企业工作的员工具有相

对更高的二孩生育意愿。
本文进一步考察设立与未设立工会的企业为员工提供的福利的差异。 货币性福利包括员工获得的月工

资、月补贴和年奖金。 从图 ２ 可以看到，在 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１９ 年，设立工会的企业中的员工的月工资、月补贴和年

奖金都高于未设立工会的企业中的员工。 本文选取的非货币性福利为企业为员工提供生育保险和子女照料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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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企业的非货币性福利

服务。 图 ３ 显示，在 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１９ 年，
企业员工在生育保险上的参与比例

在 ７０％以上，享受子女照料的服务的

比例更是在 ８０％ 以上。① 但在设立

工会和未设立工会的两类企业中，员
工所享受的非货币福利存在明显

差距。
综上所述，虽然在“全面二孩”政

策实施期间企业员工整体的二孩生

育意愿并不高，甚至出现下滑的趋

势，但设立工会的企业中的员工生育

二孩的意愿更加强烈，并且设立工会

的企业为员工提供了更多的货币性

福利和非货币性福利。 这预示工会

及其附带的福利可能是激励企业员工生育二孩的原因，但这一猜测需要基于统计模型的实证分析进行验证。
４． ２　 工会对企业员工生育意愿的影响

表 ２ 汇报了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 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１９ 两年样本的回归结果。 在模型 １ 中，在仅控制时间效应和

地区效应的情况下，虽然企业工会变量的系数大于 ０，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但当加入员工特征和配偶特征

的变量后，企业工会变量的系数开始在 ５％水平显著为正（见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在模型 ４ 中，在加入雇主特

征变量后，企业工会变量的系数不仅变大（０． １３９），并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在模型 ５ 中，在控制了员工特

征、配偶特征、雇主特征和企业特征的变量后，企业工会变量的系数值有所增大（０． １４０），并且仍在 １％的水

平上高度显著。 这表明与在未设立工会的企业中的员工相比，在设立工会的企业中的员工有更高的二孩生

育意愿。 事实上，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特别是在工作压力普遍较大的企业中，员工面临着工作与家庭之间

的冲突，而这一冲突会增加间接生育成本从而降低生育意愿。 但本研究发现，当人们身处于设立工会的企业

时，工作场域并不必然与家庭发生冲突，而是通过发挥权益保护的功能来降低员工的生育成本进而提高二孩

生育意愿。 工会促进员工二孩生育意愿的机制有待于后文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
４． ３　 稳健性检验

４． ３． １　 处理内生性

基准回归结果仅显示企业工会与员工二孩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要进一步识别因果

关系需要处理内生性问题。 在前面的分析中，本文尽可能控制了个体特征、组织特征等潜在的影响因素，以
降低遗漏变量问题发生的可能性。 不过，基准回归结果仍可能因为反向因果关系这一内生性问题而出现偏误，
也即企业是否设立工会可能影响员工的生育意愿，生育意愿本身也可能对企业设立工会的决策产生一定影响。

对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重新估计。 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叶俊杰等，２０２２），本文构造了“市级

企业工会设立率”（样本所在城市设立工会的企业数 ／样本所在城市的企业总数）作为工具变量。 一般而言，
有效的工具变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内生变量相关，二是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 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

满足上述要求：一方面，企业设立工会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因此，当企业所在城市有

越来越多的企业设立工会时，单个企业所面临的压力越大，所以作出设立工会决策的可能性越大；另一方面，
城市层面的企业工会设立率是宏观变量，难以在微观层面直接影响员工在生育二孩问题上的态度，而且员工

自身的生育意愿也无法反过来影响所在城市的工会设立情况，因此能够克服反向因果问题。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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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企业工会对员工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 　
二孩生育意愿

Ｐｏｂｉｔ Ｐｏｂｉｔ Ｐｏｂｉｔ Ｐｏｂｉｔ Ｐｏｂｉ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企业工会 ０． ０１８ ０． １０２∗∗ ０． １０２∗∗ ０． １３９∗∗∗ ０． １４０∗∗∗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８）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４）
员工性别 ０． ２６１∗∗∗ ０． ２４５∗∗∗ ０． ２５０∗∗∗ ０． ２５１∗∗∗

（０． ０４４）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１）
员工年龄 －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４５∗∗∗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员工户口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９）
员工学历 ０． １４４∗∗∗ ０． １２４∗∗ ０． １２２∗ ０． １２３∗

（０． ０５３）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３）
员工子女 － ０． ８７４∗∗∗ － ０． ８７１∗∗∗ － ０． ８７４∗∗∗ － ０． ８７３∗∗∗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７）
配偶年龄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配偶户口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８）
配偶学历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０）
雇主性别 － ０． ０９６ － ０． ０９８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１）
雇主年龄 －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雇主学历 － ０． ０５０ －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６）
雇主政治面貌 － ０． ０３１ －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８） （０． ０５３）
企业所有制 ０． ０３１

（０． ０５９）
企业员工数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１）
企业利润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０）
行业类型 － ０． ０６２

（０． ０９７）
年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 ０． ０９１ ２． ０６６∗∗∗ ２． ０７５∗∗∗ ２． ５７１∗∗∗ ２． ６４３∗∗∗

（０． ０５８） （０． １５８） （０． １６４） （０． ２２４） （０． ２８４）
样本量 ４０３７ ４０３７ ４０３７ ４０３７ ４０３７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３４ ０． １６３ ０． １６３ ０． １６５ ０． １６５
　 　 注：∗∗∗、∗∗和∗代表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性。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下同。

　 　 表 ３ 报告了基于工具变量法

的估计结果。 在模型 １ 中，工具变

量（市级企业工会设立率）的系数

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工

具变量与解释变量（企业工会）存
在相关性。 此外，一阶段工具变量

Ｆ 值大于 １０，说明“市级企业工会

设立率”对企业设立工会具有很

强的解释力，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

题（见模型 ２）。 Ｗａｌｄ 检验的 ｐ 值

为 ０（见模型 ２），意味着可以拒绝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不存在显著性内生偏

误的假设，这说明本文内生变量所

选取的“市级企业工会设立率”是
有效的工具变量，因而满足了使用

ＩＶ －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的条件。
最后，在使用工具变量的情况下，
企业工会变量的系数仍大于 ０，且
在 １％ 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
与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得到的结果相

比（表 ２ 的模型 ５），使用工具变量

得到的估计系数更大，并且显著性

水平更高，这说明在处理内生性问

题后，企业工会对员工二孩生育意

愿的正向影响更大。 因此，企业设

立工会确实对员工生育二孩的意

愿有较强的激励作用。
４． ３． ２　 处理样本选择偏误

企业员工在生育问题上的态

度和看法可能并不是随机的，而是

会因个体特征、组织特征而发生变

化，由此带来的样本选择偏差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问题也会导

致基准回归结果存在偏误。 为此，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 Ｐｒｏ⁃
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构建反事

实框架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纠正。
在操作层面，本文以企业是否设立

工会作为处理变量，将其全部分为

处理组（所在企业设立工会）与控

制组（所在企业未设立工会）两个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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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样本。 接着，使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样本个体进入处理组的倾向值，再将倾向值在同一取值范围内的样本个

体进行匹配。 匹配方法包括最近邻匹配（１：１ 配比）、半径匹配（半径为 ０． ０１）、核匹配和局部线性匹配（均使

用默认的核函数和带宽）。 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在匹配之后，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协变量之间的偏差大幅缩

小，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协变量达到了平衡性要求，表明匹配效果较好。①

表 ３　 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企业工会 二孩生育意愿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１ 模型 ２

市级企业工会设立率 ０． ９８７∗∗∗

（０． ２５２）
企业工会 ０． ６０８∗∗∗

（０． １５６）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 ６． ０５６∗∗∗ ２０６． ６２７∗∗∗

（０． ３１６） （６８． ３７９）
工具变量 Ｆ 值 ３５２． ９８５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６． ０３
（ｐ － ｖａｌｕｅ） （０． ０００）
样本量 ４０３７

　 　 注：控制变量包括员工性别、员工年龄、员工户口、员工学
历、员工子女、配偶年龄、配偶户口、配偶学历、雇主性别、雇主年
龄、雇主学历、雇主政治面貌、企业所有制、企业员工数、企业利
润、行业类型、城市和年份。 下同。

表 ４　 倾向值匹配结果 　
匹配方法 ＡＴＴ Ｓ． Ｅ． Ｔ － ｓｔａｔ

最近邻元匹配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４ ３． ２５
半径匹配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３ ２． ６７
核匹配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２． ８９
局部线性匹配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６ ３． ４８

表 ４ 报告了 ＡＴＴ（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结果。 可以看到，ＡＴＴ 在全部模型中

的取值均大于 ０，且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

在各方面基本相似的情况下，在设立工会的企业

工作的员工比在未设立工会的企业工作的员工有

更强烈的二孩生育意愿。 因此，在处理了样本选

择偏差后，基准回归结果仍是稳健的，也即企业工

会对员工的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激励效应。
４． ３． ３　 替换被解释变量

意愿子女数为个体打算生育的子女数，它可

以较好地反映个体的总生育意愿。 本文将被解释

变量替换为“意愿子女数”后进行重新估计。 需

要说明的是，被解释变量“意愿子女数”为计数变

量，对其进行分析应使用泊松回归模型（Ｐｏｉｓｓｏ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表 ５ 报告了使用 Ｐｏｉｓｓｏｎ 模型

估计企业工会对员工意愿子女数的影响结果，其
建模策略与表 ３ 保持一致。 模型 １ 显示，在仅控

制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的情况下，企业工会变量

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但在加入员工特征和配偶特

征的变量后，企业工会变量的系数明显变大，并且

具有统计显著性（见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在模型 ４
中，在进一步加入雇主特征变量后，企业工会变量

的系数值及其显著性水平进一步变大。 在模型 ５
中，在控制了员工特征、配偶特征、雇主特征和企业特征的变量后，企业工会变量的系数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这表明设立工会也可以增加企业员工的意愿子女数。 因此，除了二孩生育意愿外，企业工会对员工的

总生育意愿有提升作用。
４． ４　 工会对企业员工生育意愿的异质性影响

前面的分析结果证实了企业设立工会对员工二孩生育意愿有激励作用。 然而，员工内部存在群体性差

异，这意味着企业工会对员工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
首先，从性别角度来看，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承担更多的健康风险，而女性员工还会因生育而受到“母职

惩罚”（ｍ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ｐｅｎａｌｔｙ），即因中断工作或失去职业晋升机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因而女性的生育意愿往

往低于男性（Ｃｏｒｒ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本文根据员工的性别将全样本划分为“女性员工”和“男性员工”两个子

样本，并将回归分析结果呈现在表 ６ 的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结果显示，企业工会对二孩生育意愿的激励作用仅

存在于女性员工中，男性员工的二孩生育意愿与企业是否设立工会的关系不大。 因此，虽然生育二孩会加大

女性员工面临健康和收入风险的可能性，但工会的设立可以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进而提高二孩生育意愿。

·１３１·

①限于文章篇幅，未在正文中展示平衡性检验的结果，有兴趣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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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企业工会对员工意愿子女数的影响结果 　
意愿子女数

Ｐｏｓｓ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ｏｎ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企业工会 ０． ００７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２∗ ０． １２０∗∗∗ ０． １０５∗∗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９）
员工特征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配偶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雇主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企业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年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 ０． ２１６∗∗∗ １． ８５６∗∗∗ １． ８７０∗∗∗ ２． ２９７∗∗∗ ２． ４０９∗∗∗

（０． ０５５） （０． １３２） （０． １３９） （０． ２０３） （０． ２６６）
样本量 ４６１５ ４６１５ ４６１５ ４６１５ ４６１５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３８ ０． １８６ ０． １８６ ０． １８８ ０． １８８

　 　 注：①表中系数为泊松模型的平均边际效应；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６　 分样本回归结果 　
二孩生育意愿

女性 男性 无孩子 有一孩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企业工会 ０． ２０６∗∗∗ ０． ０３１ ０． １１７∗ ０． ２２３∗

（０． ０７０） （０． ０８６） （０． ０６０） （０． １２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２． ７８３∗∗∗ ２． ８１１∗∗∗ ２． ５３１∗∗∗ １． ８３３∗∗∗

（０． ３７２） （０． ４５０） （０． ６７７） （０． ３１８）
样本量 ２４５６ １５８１ ８２５ ３２１２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７４ ０． １５０ ０． １０８ ０． ０８６

表 ７　 分样本回归结果 　
二孩生育意愿

不满意工时 满意工时 工作压力大 工作压力小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企业工会 ０． １９９∗∗∗ ０． ０６８ ０． １５９∗∗ ０． １２２
（０． ０７４） （０． ０８０）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９）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２． ２８５∗∗∗ ３． ０７１∗∗∗ ２． ４２０∗∗∗ ２． ８４３∗∗∗

（０． ３９２） （０． ４２１） （０． ３９６） （０． ４１４）
样本量 ２０６５ １９７２ ２０７４ １９６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５７ ０． １８６ ０． １６８ ０． １７２

　 　 其次，个体对生育二孩的态度会

受到之前生育行为的影响。 生育抉

择理论认为，人们的生育抉择主要包

括同步与序次两种模式 （ Ｓｃｈｏｅｎ，
２００４）。 其中，同步模式是指人们在

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就已形成了根深

蒂固的生育观念，因而在生育第一个

孩子之前就已决定了生育数量。 序

次模式则是指人们的生育意愿并非

恒定不变的，而是在生育第一个孩子

以后，夫妻双方根据已有的生育经

历、当前的家庭经济状况及外部环境

来决定是否再次生育。 本文根据员

工的生育经历将全样本区分为“无
孩子”和“有一孩”两个子样本，并在

表 ６ 的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报告了回归

分析结果。 可以看到，企业工会变量

在两个模型中都具有统计显著性，但
在模型 ４ 中的系数值更大 （０. ２２３
ｖｓ． ０. １１７）。 这表明对于已经有一孩

的员工而言，工会对二孩生育意愿的

激励效应更强。
再次，当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后

就必然面临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而这

也是生育的间接成本产生的主要来

源。 特别是对于企业员工而言，繁重

的工作压力会加剧工作与家庭的冲

突，从而对生育的意愿乃至行为产生

负面影响。 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

（Ｃａｒｌｓｏｎ ＆ Ｋａｃｍａｒ，２０００），本文从工

作时间和工作压力两个维度测量工

作与家庭冲突的程度。 一方面，“雇
主 －雇员匹配调查”问卷设计了“您
对您目前的工时的安排是否满意？”
这一题项，答案的编码方式为：１ ＝ 很

不满意、２ ＝ 较不满意、３ ＝ 一般、４ ＝
较满意、５ ＝很满意。 据此，本文构建

了“工时满意度”变量，并对其进行

重新赋值，即将“很不满意”“较不满意”和“一般”归为“不满意”，赋值为 ０；将“较满意”和“满意”归为“满
意”，赋值为 １。 另一方面，“雇主 －雇员匹配调查”询问了员工对工作压力的总体感受，答案的编码方式为：
１ ＝非常不满意、２ ＝比较不满意、３ ＝一般、４ ＝比较满意、５ ＝非常满意。 据此，本文构建了“工作压力”变量，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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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编码方式为：如果受访者选择“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和“一般”，则视为工作压力大，赋值为 ０；如果

受访者选择“比较满意”和“满意”，则视为工作压力小，赋值为 １。 根据以上两个虚拟变量将全样本区分为

两组样本，并在表 ７ 中汇报了回归分析结果。 比较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结果后发现，企业工会变量仅在模型 １
中显著为正（系数值为 ０． １９９，ｐ ＜ ０. ０１），这说明企业工会对不满意工时的员工的二孩生育意愿有促进作用。
此外，在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中，企业工会变量的系数都大于 ０，但仅在模型 ３ 中具有统计显著性（ｐ ＜ ０． ０５）。 这

表明对于承受更大的工作压力的员工而言，工会对二孩生育意愿有更强的激励作用。 综上，企业设立工会可

以有效缓解员工所面临的工作与家庭的冲突，从而增强生育二孩的意愿。

表 ８　 关于货币性福利机制的检验结果（逐步回归） 　
二孩生育

意愿
工资

二孩生育
意愿

补贴
二孩生育

意愿
奖金

二孩生育
意愿

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 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 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企业工会 ０． １４０∗∗∗ ０． １６２∗∗ ０． １０６∗ ０． ６６０∗∗∗ ０． ０９１ ０． ７２２∗∗∗ ０． ０９７
（０． ０５４）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２） （０． １４５） （０． ０６２） （０． １８１） （０． ０６２）

工资 ０． ０５７∗∗∗

（０． ０２１）
补贴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８）
奖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６）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２． ６４３∗∗∗ ７． ０３６∗∗∗ ２． ６６７∗∗∗ ５． １２２∗∗∗ ２． ９２６∗∗∗ ０． ８８６ ３． ０５３∗∗∗

（０． ２８４） （０． ３４０） （０． ３５７） （０． ７７５） （０． ３３０） （０． ９７２） （０． ３２８）
样本量 ４０３７ ２８９５ ２８９５ ２８９５ ２８９５ ２８９５ ２８９５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６５ — ０． １７４ — ０． １７５ — ０． １７４
Ｒ２ — ０． ０７８ — ０． １２１ — ０． １８８ —

表 ９　 关于非货币性福利机制的检验结果（逐步回归） 　
二孩生育意愿 生育保险 二孩生育意愿 子女照料服务 二孩生育意愿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企业工会 ０． １４０∗∗∗ ０． ５８７∗∗∗ ０． ０８３ ０． ９１８∗∗∗ ０． １１１∗∗

（０． ０５４） （０． ０７６） （０． ０５３） （０． １４０） （０． ０５４）
工资 ０． １８４∗∗∗

（０． ０７１）
补贴

奖金 ０． １９７∗∗

（０． １００）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２． ６４３∗∗∗ ０． ２８３ ２． ８３２∗∗∗ － ０． ８９４ ＋ ２． ３６８∗∗∗

（０． ２８４） （０． ４０１） （０． ２７４） （０． ５１４） （０． ２８２）
样本量 ４０３７ ３９０５ ３９０５ ２５２３ ３９５７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６５ ０． ３４９ ０． １５８ ０． ２８７ ０． １１０

４． ５　 工会对企业员工

生育意愿影响的机制

分析

此部分的任务是

检验货币性福利和非

货币性福利是否是企

业工会促进员工二孩

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
其中，测量货币性福利

的指标为员工所获得

的工资、补贴和奖金，
测量非货币性福利的

指标为企业是否为员

工提供生育保险和子

女照料服务。 本文首

先采用逐步回归法进

行中介效应检验，其结

果呈现在表 ８ 和表 ９。
在两表的模型 ２、模型

４ 和模型 ６ 中，企业工

会变量均在统计上显

著为正，这表明设立工

会对员工的工资、补

贴、奖金、生育保险和

子女照料服务均有提

升作用。 但在模型 ３、
模型 ５ 和模型 ７ 中，企
业工会变量的显著性

水平大幅下降，甚至不

再显著。 而且，与模型

１ 相比，该变量的系数

值明显变小。 根据检

验中介效应存在的标准，可以初步判断货币性福利和非货币性福利是企业工会提高员工生育意愿的作用

机制。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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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本文使用 ＫＨＢ 方法测算上述三个机制所发挥的作用大小及其贡献率。 表 １０ 的结果显示，当
纳入了测量货币性福利与非货币性福利的五个变量后，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明显下降，从而产生了较大的间

接效应，其贡献率大约为 ３１． ８％ ，并且在统计上显著。 其中，货币性福利和非货币性福利所发挥的作用较为

接近（１８． ５％和 １３． ３％ ）。 但在两类机制内部，不同指标所发挥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在货币性福利中，工资

和奖金的作用小于补贴的作用，而在非货币性福利中，生育保险发挥着主导作用。 上述结果再次证实了货币

性福利与非货币性福利是企业工会得以提高员工二孩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 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得到验证。

表 １０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ＫＨＢ 方法） 　
总中介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的贡献率

０． ２８０∗∗∗ ０． １９１∗∗∗ ０． ０８９∗∗∗ ３１． ８％
中介效应分解：货币性福利

工资 补贴 奖金

效应 贡献率 效应 贡献率 效应 贡献率

０． ０１６ ５． ７％ ０． ０２２ ７． ８％ ０． ０１４ ５％
中介效应分解：非货币性福利

生育保险 子女照料服务

效应 贡献率 效应 贡献率

０． ０２４ ８． ６％ ０． ０１３ ４． ７％

５　 结论与讨论

５． １　 结论

在中国这样的劳动力大国，劳动者的生育意愿关乎

整体生育率的走势及经济社会的运行状态。 在此背景

下，本文利用“雇主 －雇员匹配调查”数据考察了“全面

二孩”政策实施后企业员工的二孩生育意愿现状，并且

考察了作为权益保护机制的工会对员工二孩生育意愿

的影响。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全面二孩”政策实

施后，企业员工整体的二孩生育意愿持续下滑，但设立

工会的企业中的员工生育二孩的意愿明显高于未设立

工会的企业中的员工；第二，企业设立工会对员工生育

二孩的意愿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第三，企业工会对员工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会因员工特征和企业特征的不

同而发生变化，具体而言，承担更多生育风险的员工（如女性、有一孩及面临工作 － 家庭冲突）的二孩生育意

愿受到工会的影响更大；第四，福利改善是企业工会激励员工生育二孩的作用机制，也即企业设立工会能够

显著改善员工的货币性福利和非货币性福利，从而在物质和认知层面减轻了生育风险，进而提高二孩生育

意愿。
５． ２　 启示

由上述结论可知，充分释放企业员工的二孩生育意愿需要以员工福利得到改善作为支撑，而作为权益保

护机制的工会发挥着关键作用。 虽然“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并未扭转生育率下滑的趋势，但日益严峻的生

育问题促使国家进一步放开生育限制，并于 ２０２１ 年下半年正式实施“全面三孩”政策。 在此背景下，作为人

口核心构成的企业员工的生育意愿更需要予以重视，而企业工会在提供政策配套支持方面的作用应进一步

得到加强。
基于此，并结合当前工会建设和运作存在的问题，本文尝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覆盖率偏低是中国

企业工会面临的首要问题。 当前中国劳动者规模接近 ８ 亿，但工会会员总数仅为 ３ 亿。① 此外，“雇主 － 雇

员匹配调查”数据显示，在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间，设立工会的企业在全部受访企业中的占比均不到半成。 特别是

对非公有制企业而言，其设立工会的比例仅为 ３０％左右。② 因此，应进一步扩大工会在企业的覆盖面，吸纳

更多的员工加入工会，并且将非公有制企业作为主要工作对象。
其次，工会的多重定位导致其在维护员工权益方面面临一定的困境。 中国工会的运作受到政府、企业和

职工三方力量的影响，这使其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企业生产和维护员工权益的职责。 恰恰是这种过多

的功能定位造成企业工会更多地以象征意义的“稻草人”机制来安抚员工，因而难以使员工的更高层次权益

受到保护，这一问题在国家力量未直接参与经营的非公有制企业更加严重（孙中伟、贺霞旭，２０１２）。 因此，
在提高工会覆盖率的同时，国家应采用制度化手段协调工会与企业决策机构之间的关系，强化工会维护员工

·４３１·

①
②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ｇｈ． ｃｚｔｇｉ． ｅｄｕ． ｃｎ ／ ２０１９ ／ ０３０５ ／ ｃ８７９ａ３７７２８ ／ ｐａｇｅ． ｈｔｍ
该结果由作者计算得到，未展现在正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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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权益职能的自主性，避免工会的形式化、边缘化和附属化，使工会回归权益保护机制的本位。
最后，企业工会应紧密配合政府主导的生育政策调整，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制定配套支持措施。 一方面，

工会针对育龄员工制定个性化的福利改进项目，比如提高生育补贴额度、扩大生育保险参保比例、增加子女

照料服务项目、规范治理过度加班问题；另一方面，针对承受较大生育风险的人群，比如女性员工、一孩家庭

员工，以及因处于关键岗位而承受更大工作压力的员工，工会应予以重点关注并增加福利供给力度，从而提

升治理低生育意愿问题的精度。
５． ３　 研究贡献与不足

本文对既有文献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区别于已有文献笼统地刻画“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公

众整体的生育意愿不同，本文运用独特的企业调查数据首次呈现了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企业员工群体

的生育意愿的基本特征；第二，不同于现有研究过度关注工作场域对生育意愿产生的负面作用，本文将分析

视域集中在企业组织内部，进而探究作为权益保护机制的工会对员工生育意愿的正面影响，从而为低生育意

愿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和解决方案；第三，尽管已有文献证实了福利支持具有提升个体生育意愿的作用，但
大多关注的是由家庭所提供的非正式支持和由政府所提供的正式支持，与之不同的是，本文关注的是企业主

体通过工会向员工提供的福利支持（李婉鑫，２０２１），并且证实了其同样具有激励生育意愿的效应，这深化了

福利支持与生育意愿关系的认识；第四，与现有研究着眼于企业内部讨论工会对员工福利的影响不同（曾湘

泉、陈思宇，２０２０），本文将工会对员工的影响拓展至家庭层面，并证实了其具有生育保护作用，从而补充了

关于企业工会影响的实证文献。
受到研究数据限制，一些重要问题在本文中未被讨论：首先，本文仅利用了 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１９ 年的“雇主 －雇

员匹配调查”数据。 虽然基于此的分析结果可以展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企业员工二孩生育意愿的状

况，但由于缺少 ２０１７ 年以前的数据，因而本文无法掌握“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后企业员工二孩生育意愿的

长期性变化。 其次，本文仅在数量层面考察了企业员工的二孩生育意愿，但并不清楚企业员工对二孩性别的

偏好情况，从而使工会对生育意愿的激励作用未能完整地呈现出来。 再次，生育意愿仅仅是生育行为的前

提，但本文尚未考察工会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使得我们对工会与员工生育的关系的认识仍不够深入。 最

后，一些企业的工会之所以能够有效发挥福利支持的作用，很可能是因为企业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 因此，
国家因素可能会对识别企业工会与生育意愿的关系造成一定的干扰。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期待在未来完善

问卷设计和提升数据质量后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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